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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环境、合约密集度与企业出口方式 

余淼杰 单敬雯1 

 

    摘 要  贸易中介商在国际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存在改变了贸易主体间的谈判

格局，从而影响企业出口行为。本文利用 2000-2006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

库，构建“差额分析法”，识别并计算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出口方式和通过贸易中介

商的间接出口份额，形成基础数据库。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越

好，我国对该国的间接出口份额下降，合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该份额下降程度更大；本地合

约执行环境越好，企业间接出口份额提升，合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该份额提升程度反而更小。 

 

    关键词  贸易中介商 合约执行环境 合约密集度 差额分析法 

 

一、 引言 

    经典的国际贸易研究一般假设企业“直接”出口，即生产者直接销售商品给国外最终

消费者，然而在现实世界里，生产者与消费者可能并不直接相遇，大量的跨国贸易是通过

贸易中介商完成的（Bernard et al.，2010，2013；Crozet et al.，2012；Abel-Koch，2013；

Lu et al.，2016）。在我国，进出口经营权长期管制，没有经营权的企业只能通过贸易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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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实现出口，虽然近年来经营权逐步放开，但仍有大量企业选择通过中介商出口，Ahn et 

al.（2011）的研究显示，2000-2005 年间我国通过贸易中介商的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金额的

22%-35%。 

    由于贸易中介商的存在，企业可以在两种出口方式中进行选择：直接出口和通过贸易

中介商间接出口。间接出口的企业可以享受到中介商带来的优势，例如，节约固定成本

（拓展市场、销售渠道搭建等成本）、出口更加专业化、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等；与此同

时，间接出口的企业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例如面临更高的变动成本（中介商服务费、路

线迂回带来的运输费等）、失去直接与外部市场的互动和一手的信息反馈等。因此，贸易中

介商的存在改变了企业出口的成本与收益，企业需要在两种出口方式中权衡选择。 

    此外，国际贸易所涉及的企业和消费者这两个主体分属于两个国家，增加了贸易主体

间的谈判成本和违约风险，因而司法质量和合约执行保障程度对企业出口决策具有重要影

响。贸易中介商的引入使这一问题更加有趣：一方面，中介商的存在能够降低本国企业和

外国消费者的谈判成本和违约风险；但另一方面，中介商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主体，会额外

引入企业与中介商的谈判成本和违约风险。因而，企业所在地和出口目的地国的合约环境

都会影响到企业出口方式的选择，另外对于不同行业，这种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贸易中介商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广泛存在，它们会影响企业的出口收益和

成本，改变企业的出口行为；特别地，贸易中介商相当于一个新的贸易主体，改变了直接

出口方式下主体间的谈判格局。因此，在已有的关于合约环境与企业直接出口行为的研究

中引入贸易中介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与国际贸易领域的三支文献相关。第一支文献是在 Melitz（2003）的基础上引入

贸易中介商，从理论层面探讨异质性企业的出口方式选择。Akerman（2010）和 Ah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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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的模型假设企业出口需要支付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贸易中介商能降低固定成

本，但会带来额外的可变成本，因此企业会根据生产率选择出口方式。在此基础上，Lu et 

al.（2016）考虑了企业同时参与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的情况，得到的结论是，随着生产率

的提升，企业的出口行为依次是通过中介商间接出口、两种出口方式并存、直接出口。

Crozet et al.（2012）还在模型中引入了产品质量，认为提供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倾向于直接

出口。 

    第二支文献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影响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目的地国特

征和出口企业自身特质等。目的地国特征包括目的地国距离、贸易壁垒、政府管制、市场

规模、征收风险、合约执行环境等，总体结论是：对于越难进入的市场，出口企业越倾向

于选择贸易中介商间接出口（Akerman，2010；Ahn et al.，2011；等）；出口企业自身特征

包括生产率、规模、产品质量、产品种类、面临的融资约束等，总体结论是生产率越低、

规模越小、产品质量越低、产品种类越多、面临融资约束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贸易中

介商间接出口（Abel-Koch，2013；Bai et al.，2016；Bernard et al.，2013；Chan，2015；

McCann，2012；茹玉骢和李燕，2014；等）。 

    第三支文献是关于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合约

执行环境是指一个地区遵守和履行书面合同的能力；行业合约密集衡量的是每个行业生产

过程中使用的定制化中间投入品所占份额，行业合约密集度越高，说明该行业的定制化程

度越高，需要上游供应商进行专用性投资以生产定制化的投入品，这种专用性投资越多，

相应投入品的生产成本越低。由于定制化投入品难以转卖，下游厂商可能会对上游供应商

“敲竹杠”，供应商进行专用性投资的积极性取决于合约保障执行的程度，因此高合约密集

度行业的生产成本与合约执行环境关系密切。在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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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影响方面，Felbermayr 和 Jung（2008,2011）发现随着目的地国物理资产没收风险的提

升，企业通过外国中介商的间接出口份额增加；Bernard et al.（2011）、彭羽和刘慧

（2013）发现目的国合约环境越差，企业通过本国中介商的间接出口份额增加。在本国合

约执行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方面，彭羽和刘慧（2013）认为厂商和中介商所在

国的合约环境越好，企业越倾向于通过中介商出口，但他们并未使用数据证实；Abel-Koch

（2013）使用土耳其数据发现结果并不显著。此外，研究普遍认为合约密集度越高的行

业，越倾向于直接出口。 

    尽管已有文献在合约环境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引入了贸易中介商，但仍有进

一步的探索空间。第一，在研究内容方面，中介商的存在使得目的地国和本地合约环境均

会对企业出口方式产生影响，但较少有文章通过实证研究比较过这两种影响的差异；对于

不同行业，已有文献虽有研究过目的地国合约环境对不同行业出口方式影响的差异，但仅

选取个别行业，代表性一般，同时尚未有文献探讨本地合约环境对不同行业出口方式影响

的差异。第二，在影响机制方面，很少有文献在理论层面探讨合约环境对不同行业出口方

式的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第三，已有文献对中国数据探讨较少，更缺乏企业层面的研

究，后者主要源于方法和数据的限制。事实上，研究中介贸易面临的最大难题即来自于方

法和数据。已有文献对中国的研究主要使用两类方法：“直接问卷调查方法”和“推断方

法”，两类方法各有利弊。第一，“直接问卷调查方法”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直接询

问企业的出口方式，结果准确，但样本量过小，例如 2012 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出口方

式的调查仅含 600 余家出口企业，无法反应我国工业企业全貌。第二，“推断方法”又分为

“识别法”和“匹配法”（Ahn et al.，2011；Bai et al.，2016；于春海和郑悦，2014），使

用推断方法可以对我国工业企业进行大样本研究，但方法内含推断误差。除此之外，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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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方法分别对应不同的研究问题，“直接问卷调查方法”和“匹配法”主要研究企业自身

特征对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无法匹配出口目的地国特征；“识别法”由于无法识别出供应

给中介商的具体出口企业，只能在加总层面研究目的国特征对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 

    因此，本文旨在从以下方面开展研究：第一，在已有“匹配法”的基础上构建“差额

分析法”，识别并计算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每家企业的出口方式和间接出口份额，形成基

础数据库；第二，研究了目的地国和本地合约执行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第

三，引入行业合约密集度指标，探讨对于不同合约密集度的行业，合约环境对企业出口行

为影响的差异；第四，对实证结果背后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探讨。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两点：

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越好，我国对该国的直接出口份额增加，通过贸易中介商间接出口

份额下降，合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间接出口份额下降程度更大，反应更敏感；本地合约执

行环境越好，企业间接出口份额上升，合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间接出口份额提升程度更

小，反应更不敏感。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内容方面，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讨论更为完

整，全面探讨了目的地国和本地合约环境对不同合约密集度行业出口方式的影响，使用我

国全行业数据以反映全貌，并进一步对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探索；第二，在影响机制方

面，本文在前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行业合约密集度，从销售过程中的谈判成本、生产过程

中的成本等角度解释合约环境对不同行业出口方式的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第三，在方法

和数据方面，本文构建的“差额分析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区分出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两种

出口方式并存的企业，并创新性地计算了每家企业的间接出口份额，在这一基础性的工作

完成后，后续再研究企业特征对其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时，可以直接使用工业企业数据

库，解决了当前所使用的“直接问卷调查方法”样本量过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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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所用数据；第三部分构建“差额分析法”对企

业出口方式进行识别，计算间接出口份额，并与已有的“识别法”结果进行比较；第四部

分讨论合约执行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于不同合约密集度行业

的差异；最后部分是结论与展望。  

 

 

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合约执行环境数

据、行业合约密集度数据等。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包含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在 500 万元及

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涵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三个门类，占中国工业增加值近 95%，为了与海关贸易库数据进行匹

配，本文使用 2000-2006 年数据。参考余淼杰（2011）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主要

包括：剔除重要财务指标有遗漏的样本（如企业总资产、企业雇员、固定资产净值、工业

总产值）；剔除雇员在 8 人以下的样本；剔除财务指标不合理的样本（例如，流动资产超过

总资产、总固定资产超过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超过总资产、成立时间无效）。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库对我国每一笔进出口贸易进行了详

细记录，包括企业代码、进口来源国、出口目的地国、产品数量、单位及金额、产品类

别，并区别了产品进出口类型、贸易方式等。 

    对于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Contract Enforcement）的衡量，本文主要使用 Kaufmann 

et al.（2004）提供的“法治质量指数（Rule of Law）”，该指数覆盖 199 个国家和地区，衡

量了代理人对社会规则的信心和遵从程度，包括司法实践和司法程序的有效性和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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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约的可执行性等，较好地衡量了产权保护程度及合约环境质量，指标在-2.5-2.5 区

间，数值越高代表合约执行环境越好，实证分析中将变量线性转化为 0-1 区间。此外，本

文还使用了 Gwartney et al.（2003）构建的“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Legal structure and 

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指数和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执行合同-与前沿

水平的距离（Enforcing Contracts-DTF）”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对于本地合约执行环境的衡量，本文使用世界银行《2008 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的

“合约执行时间”度量地区合约执行环境。该指标具体衡量了解决一个不复杂的商业纠纷

（即原告提起上诉直到获得赔偿）需要的时间，时间越长，代表该地区司法效率越差，通

过司法途径解决合约纠纷的成本越高，对合约的保障程度也就越低。由于该指标只统计了

2008 年我国 30 个主要城市的情况，因而后续实证分析中使用城市数据作为该省合约执行

环境的代理变量。 

    行业合约密集度（Contract Intensity）的衡量参考 Nunn（2007），将投入品分为“有公

开交易所”、“有参考价格”、“差异化产品”三种类型。如果投入品在公开交易所交易，则

定制化程度低，需要的专用性投资也低；如果投入品有参考价格，则定制化程度中等，需

要中等的专用性投资；如果投入品既没有公开交易所，又没有参考价格，则该投入品定制

化程度高，需要较高的专用性投资。进一步，文章使用投入产出表，构建了变量𝑧𝑖
𝑟𝑠1、𝑧𝑖

𝑟𝑠2

衡量每个行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那些需要专用性投资的中间投入品所占份额，以代表行业

的合约密集度，构建方法分别如式（1）、（2）。其中，𝜃𝑖𝑗代表行业 i 使用的所有中间投入品

中投入品 j 的价值占比，𝑅𝑗
𝑛𝑒𝑖𝑡ℎ𝑒𝑟代表投入品 j 中既没有公开交易所，也没有参考定价的比

例，𝑅𝑗
𝑟𝑒𝑓 𝑝𝑟𝑖𝑐𝑒代表投入品 j 中没有公开交易所但有参考定价的比例。𝑧𝑖

𝑟𝑠1、𝑧𝑖
𝑟𝑠2越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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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合约密集度越高，本文主要采用𝑧𝑖
𝑟𝑠1 （宽松型）定义，并对𝑧𝑖

𝑟𝑠1（保守型）定义进行

了稳健性检验。 

𝑧𝑖
𝑟𝑠1 = ∑ 𝜃𝑖𝑗𝑅𝑗

𝑛𝑒𝑖𝑡ℎ𝑒𝑟
𝑗                         （1） 

𝑧𝑖
𝑟𝑠2 = ∑ 𝜃𝑖𝑗(𝑅𝑗

𝑛𝑒𝑖𝑡ℎ𝑒𝑟 +𝑗 𝑅𝑗
𝑟𝑒𝑓 𝑝𝑟𝑖c𝑒

)                （2） 

    其他主要的控制变量：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关税数据来源于 UNCTDA 网站，固

定贸易成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企业生产率数据来自于余淼杰（2011）。 

 

 

 

三、贸易中介商与企业出口方式识别 

    （一）“差额分析法”构建 

    关于贸易中介商和企业出口方式的大样本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推断方法：“识别法”和“匹

配法”。Ahn et al.（2011）运用了“识别法”，将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所有出口企业分为两

类：制造型直接出口企业和贸易中介商。其中，企业名称中含有“进出口”、“经贸”、“贸易”、

“科贸”、“外经”字样的企业被认定是贸易中介商。于春海和郑悦（2014）运用了“匹配法”，

基本逻辑是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在工业库里有出口记录，并

同时存在于海关库里的企业为“直接出口企业”；在工业库里没有出口记录，同时也没出现

在海关库里的企业为“纯内销企业”；在工业库里有出口记录，但没有出现在海关库里的企

业为“间接出口企业”，通过贸易中介商进行出口。进一步地，Bai et al.（2016）还将工业库

和海关库里记录的企业出口金额进行比较，认为当工业库记录的出口值大于在海关库记录

的出口值时，该企业同时从事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但该文章仅研究了个别行业，且在后续

计算中仍将这类企业归入“直接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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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构建的“差额分析法”即是在已有的“匹配法”基础上进行改进。第一步，参考

Yu 和 Tian（2012）对工业库和海关库中的企业进行匹配；第二步，对两个数据库中记录的

出口金额进行差额分析，识别企业出口方式。基本原理是：工业库中记录的企业出口数据

既包含直接出口到国外的，也包含出口给贸易中介商的，海关库中记录的只是直接出口数

据，因而可以比较同家企业在两个数据库中出口额的差异，当差异超过一定阈值时，认为

该企业既从事直接出口，也有部分商品通过中介商间接出口。具体地，根据（3）式计算企

业间接出口份额，下标 i 代表企业，t 代表年份，X 代表出口金额，当计算出的间接出口份

额小于阈值 15%时2，认为该企业完全选择了直接出口这种方式，两个数据库中记录的出口

金额差异仅来源于统计或汇率误差。“差额分析法”能够识别出那些同时选择直接和间接两

种出口方式的企业，也将企业出口方式这一离散变量转化为企业间接出口份额这一连续变

量，更准确地衡量企业出口方式的选择。 

间接出口份额 =
X

𝑖𝑡

工业
−X

𝑖𝑡

海关

X
𝑖𝑡

工业
                      （3）3 

表 1  “差额分析法”识别企业出口方式 

出口

方式 
工业库 海关库 出口数据比较 含义 

间接出口 

份额 

直接出口

金额 

间接出口 

金额 

1 

有出口 

X𝑖𝑡

工业
 

有出口 

X𝑖𝑡

海关
 

|X𝑖𝑡

工业
− X𝑖𝑡

海关
|

X𝑖𝑡

工业
< 15% 完全直接出口 0 X𝑖𝑡

海关
 0 

2 

有出口 

X
𝑖𝑡

工业
 

有出口 

X
𝑖𝑡

海关
 

X𝑖𝑡

工业
− X𝑖𝑡

海关

X𝑖𝑡

工业
≥ 15% 

部分直接出口+

部分间接出口 

X𝑖𝑡

工业
− X𝑖𝑡

海关

X𝑖𝑡

工业
 X𝑖𝑡

海关
 X𝑖𝑡

工业
− X𝑖𝑡

海关
 

3 
有出口 无记录  完全间接出口 100% 0 X𝑖𝑡

工业
 

                                                      
2文章还对 10%、20%阈值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3工业库数据单位为“千元人民币”，海关库数据单位为“美元”，需要进行汇率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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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出口 

X𝑖𝑡

工业
 

有出口 

X𝑖𝑡

海关
 

X𝑖𝑡

海关
− X𝑖𝑡

工业

X𝑖𝑡

工业
≥ 15% 

制造型企业，

同时是中介商 
- 

  

 

比较而言，已有文献的“识别法”能够识别出海关库中的出口企业哪些为制造商、哪

些为贸易中介商，本文构建的“差额分析法”则能够识别出工业库中所有制造型企业的出

口方式：完全直接出口、直接出口+间接出口两种方式并存、完全间接出口，两种方法在

加总层面上具有内在关联性，如图 1。具体而言，使用“识别法”并进行加总，可得到国

家层面的出口结构，即制造型企业直接出口和通过贸易中介商间接出口的金额占比；使用

“差额分析法”虽然识别出的是企业个体层面的出口方式，但分析其贸易流可发现，完全

直接出口企业和两种方式并存企业的直接出口部分会在海关库里“制造型直接出口企业”

出口数据中得以反映；完全间接出口企业和两种方式并存企业的间接出口部分，则是在海

关库里“贸易中介商”出口数据中得以反映，因而可以通过表 1 后两列对“差额分析法”

计算结果进行加总，并与“识别法”结果进行比较。 

 

图 1 “识别法”与“差额分析法”的内在关联 

 

    （二）企业出口方式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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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差额分析法”可将出口企业分为四类：类别 1 完全直接出口企业、类别 2 直接

出口和间接出口两种方式并存的企业、类别 3 完全间接出口企业、类别 4 制造商同时兼任

贸易中介商。结果显示，完全选择间接出口的企业数量较多，占比达到 56.1%，且没有体

现出明显的时间趋势；完全选择直接的出口企业与两种出口方式并存的企业数量相近，占

比分别为 19.0%和 18.1%。进一步，对“差额分析法”结果进行加总层面的计算，与已有

的“识别法”进行比对，结果如表 3。 

表 2  2000-2006 年间各工业企业出口方式类型数量 

年份 变量 
类别 1 

完全直接出口 

类别 2 

直接+间接出口 

类别 3 

完全间接出口 

类别 4 

制造商+中介商 
总计 

2000 企业数量 5 379 6 582 21 844 2 036 35 841 

占比 15.0 18.4 61.0 5.7 100 

2001 企业数量 5 835 6 938 23 116 3 960 39 849 

占比 14.6 17.4 58.0 10.0 100 

2002 企业数量 7 747 8 672 25 270 3 102 44 791 

占比 17.3 19.4 56.4 6.9 100 

2003 企业数量 9 298 10 334 27 497 3 620 50 749 

占比 18.3 20.4 54.2 7.1 100 

2004 企业数量 17 432 13 469 40 734 4 822 76 457 

占比 22.8 17.6 53.3 6.3 100 

2005 企业数量 14 871 13 220 42 498 4 783 75 372 

占比 19.7 17.5 56.4 6.4 100 

2006 企业数量 15 590 13 568 44 739 5 088 78 985 

占比 19.7 17.2 56.6 6.4 100 

总计 企业数量 76 152 72 783 225 698 27 411 402 044 

占比 19.0 18.1 56.1 6.8 100 

 

表 3  “差额分析法”计算的我国直接出口、间接出口金额（百万美元）  

年份 直接出口金额 中介商出口金额 总出口金额 中介商出口占比 “识别法” Ahn et al. 

2000 78 075 102 984 181 059 57% 32% 35% 

2001 98 324 110 375 208 700 53% 30% 32% 

2002 113 184 137 303 250 487 55% 27% 29% 

2003 158 857 185 694 344 551 54% 24% 26% 

2004 247 887 263 583 511 470 52% 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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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86 297 330 871 617 168 54% 21% 22% 

2006 340 556 461 212 801 768 58% 21%  

     

    理论上，“差额分析法”和“识别法”在国家加总层面计算的间接出口份额应该相近，

但实际计算结果却有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差异源于各自方法

内含的推断误差。两种方法共同的误差在于，一些出口企业是通过外国的贸易中介商进行

出口，但这部分企业在两种方法中均识别为“直接出口企业”，从而造成对间接出口的低

估。除此之外，“识别法”的误差主要在于，一些贸易中介商的名称中未必含有识别所用到

的五类特殊字符，因而会对中介商出口份额造成低估；“差额分析法”的误差主要来源于匹

配过程，对于那些在工业库里有出口记录而在海关库里没有出现的企业，本方法认定为

“间接出口企业”，但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匹配失败造成的，这种技术性匹配误差导致对

间接出口企业数量和金额的高估。两种方法各自内含的推断误差一个低估、一个高估，因

而结果存在差异。第二，“识别法”使用海关数据库，得到的间接出口份额反映了我国全部

出口企业整体情况，而“差额分析法”研究的样本是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企业，得到

的间接出口份额只反映了这类规模较大的企业情况，因而二者的结果也存在差异。 

    尽管存在一定的技术性匹配误差，但“差额分析法”仍具有贡献意义。首先，该方法

的结果说明，我国在 2000-2006 年间的间接出口份额应大于已有文献提出的 22%-35%，贸

易中介商在我国出口中扮演的角色比已有认知更为重要；更具有意义的是，“差额分析法”

识别出我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企业的出口方式，并计算了每家企业通过中介商

间接出口的份额，这为研究企业特征对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提供了基础性数据支持，弥补

了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采用的直接问卷调查法样本量过小、无法反映工业企业全貌的不足。 

    最后，表 4 总结比较了各类型出口企业的特征。完全采用直接出口方式的企业总产

值、出口值、附加值、生产率的均值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于完全采用间接出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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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这说明规模越小、生产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通过贸易中介商帮助自己实现出

口，与已有文献的理论基本吻合。但有趣的是，通过对完全采用直接出口方式的企业与两

种出口方式并存企业的比较发现，在总产值、雇员人数、附加值方面，两种出口方式并存

企业的均值在 1%显著性水平上高于完全直接出口企业，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

规模很大的企业，完全通过直接出口方式可能无法满足其全部出口需求，它们也需要中介

商的帮助，实现出口更丰富的产品到更多的国家。在贸易方式比较方面，完全使用直接出

口方式的企业加工贸易份额的均值在 1%显著性水平上高于两种出口方式并存的企业，这

说明更高的加工贸易参与程度与更高的直接出口参与度相关联。 

表 4  2000-2006 年各类出口企业特征 

出口方式=1（完全采用直接出口）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产值 74 670 152 957 681 570 33 970 890 1.39e+07 

出口金额 74 670 72 268 291 938 17 793 5 4.51e+06 

雇员人数 74 670 454 1 113 199 10 52156 

附加值 74 670 37 513 170 024 8 007 0 3.81e+06 

Ln(TFP) 49 199 1.11 0.37 1.09 -1.32 11.78 

加工贸易份额 76 152 0.39 0.44 0.09 0 1 

出口方式=2（部分直接出口+部分间接出口）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产值 71 820 167 062 680 821 42 554 890 1.39e+07 

出口金额 71 820 73 490 241 295 23 923 5 4.51e+06 

雇员人数 71 820 609 2214 240 10 157213 

附加值 71 820 42 369 175 109 10 278 0 3.81e+06 

Ln(TFP) 49 165 1.10 0.38 1.09 -1.36 10.43 

加工贸易份额 72 783 0.34 0.44 0 0 1 

出口方式=3（完全采用间接出口）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产值 222 209 122 794 690 308 21 628 890 1.39e+07 

出口金额 222 209 37 675 180 124 9 974 5 4.51e+06 

雇员人数 222 209 453 2 293 150 10 165878 

附加值 222 209 33 087 190 612 5 451 0 3.81e+06 

Ln(TFP) 113 557 1.07 0.41 1.06 -1.87 9.93 

出口方式=4（制造商+中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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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产值 26 468 114 574 562 355 24 912 890 1.390e+07 

出口金额 26 468 33 993 166 894 8 743 5 4.510e+06 

雇员人数 26 468 430 1 188 200 10 78064 

附加值 26 468 31 151 150 343 6 892 0 3.809e+06 

Ln(TFP) 16 985 1.18 0.44 1.15 -1.30 8.63 

    注：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对总产值、出口金额、附加值替换尾部 0.1%观测值；观测值数量与表 2 存

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剔除了附加值为负数的观测值；总产值、出口金额、附加值的单位为千元。 

 

 

 

四、合约执行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的影响 

    （一）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 

    研究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的影响，无法直接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原

因在于，对于完全参与或部分参与间接出口的企业，无法获得其通过贸易中介商间接出口到

的目的地国信息。因此，在研究关于目的地国特征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时，仍使用“识

别法”并加总到国家-产品层面，得到 2000-2006 年间我国向各个目的地国各个行业的总出

口中通过贸易中介商的间接出口份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Intershare，基准回归设定如式（4）。

其中，下标 c 代表目的地国，h 代表 HS2 位产品4，t 代表年份，ROL 代表目的地国合约执行

环境“法治质量指数”；lngdp 代表目的地国 GDP 的对数，衡量市场规模；tariff 是目的地国

对中国产品的关税，lndist 是目的地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的对数，这两个变量衡量出口的可

变成本；docuD 是目的地国进口所需文件数的虚拟变量，当所需文件数大于平均值时取 1，

反之取 0，衡量出口的固定成本。 

𝐼𝑛𝑡𝑒𝑟𝑠ℎ𝑎𝑟𝑒𝑐ℎ𝑡 = 𝛽0 + 𝛽1 ∗ 𝑅𝑂𝐿𝑐𝑡 + 𝛽2 ∗ 𝑙𝑛𝑔𝑑𝑝𝑐𝑡 + 𝛽3 ∗ 𝑡𝑎𝑟𝑖𝑓𝑓𝑐ℎ𝑡 

+𝛽4 ∗ 𝑙𝑛𝑑𝑖𝑠𝑡𝑐 + 𝛽5 ∗  𝑑𝑜𝑐𝑢𝐷𝑐 + 𝛼ℎ + 𝜂𝑡 + 𝑢𝑐ℎ𝑡      （4） 

 

                                                      
4 对 HS4 位产品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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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与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

的交互项。首先，按照式（5）将行业分成两组：高合约密集度行业、低合约密集度行业，

当某行业合约密集度大于平均合约密集度时，归入高合约密集度行业组，虚拟变量为 1，

反之则为 0。其中，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使用 Nunn（2007）计算的行业合约密集度（宽松型）5。 

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𝐷 = {
1,    𝑖𝑓 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 ≥ 𝑚𝑒𝑎𝑛(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 
0,     𝑖𝑓 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 < 𝑚𝑒𝑎𝑛(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

              （5） 

 

𝐼𝑛𝑡𝑒𝑟𝑠ℎ𝑎𝑟𝑒𝑐ℎ𝑡 = 𝛽0 + 𝛽1 ∗ 𝑅𝑂𝐿 ∗ 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𝐷𝑐ℎ𝑡 + 𝛽2 ∗ 𝑅𝑂𝐿𝑐𝑡 + 𝛽3 ∗ 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𝐷ℎ 

+𝛽4 ∗ 𝑙𝑛𝑔𝑑𝑝𝑐𝑡 + 𝛽5 ∗ 𝑡𝑎𝑟𝑖𝑓𝑓𝑐ℎ𝑡 + 𝛽6 ∗ 𝑙𝑛𝑑𝑖𝑠𝑡𝑐 + 𝛽7 ∗  𝑑𝑜𝑐𝑢𝐷𝑐 + 𝛼ℎ + 𝜂𝑡 + 𝑢𝑐ℎ𝑡  （6）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5。合约执行环境指标数值越大，代表对合约的保障实施程

度越好；行业合约密集度指标数值越大，代表行业合约密集度越高，行业生产需要较多的定

制化中间投入品。 

表 5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间接出口份额 87 357 0.47 0.33 0 1 

合约环境 86 812 0.51 0.20 0.02 0.90 

行业合约密集度 83 579 0.45 0.16 0.11 0.82 

Ln(GDP) 84 091 24.03 2.28 17.96 30.26 

关税 54 918 12.48 16.47 0 1506 

Ln(距离) 79 000 8.44 0.56 6.63 9.39 

进口文件数虚拟变量 77 091 0.37 0.48 0 1 

 

    表 6 的（1）-（3）列是式（4）的回归结果。由于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随年份变化

较小，因而列（1）使用 2006 年截面数据，列（2）-（3）使用 2000-2006 年数据，分别控

制产品、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销售不同产品和在不同年份中，企业对贸易中介商需求

的内含差异，由于合约执行环境随时间变动小，因而不控制国家固定效应。（1）-（3）列

                                                      
5 对保守型行业密集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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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越好，我国对该国的直接出口份额增加，通过贸易中介

商间接出口份额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合约执行环境衡量指标每提高一单位，我国对

该国的间接出口份额下降 8.3 个百分点。此外，控制变量的系数显示，对于越容易进入的

市场（规模大、距离近、关税低、进口手续不复杂），我国出口商越倾向于直接出口，通过

贸易中介渠道的间接出口份额下降，这与已有的文献结果相似。 

表 6 的（4）-（6）列加入了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与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的交互

项，探讨目的地国合约环境对定制化程度不同的行业出口方式影响的差异。列（4）在控制

了国家、产品固定效应后直接加入交互项，其他两列分别控制了产品固定效应、产品和年

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负向显著，即对于合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目的地国

合约执行环境对间接出口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企业出口方式的选择对目的地国合约环境

变动的反应更为敏感，平均而言，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衡量指标每提高一单位，高合约

密集度行业组间接出口份额下降幅度比低合约密集度行业组显著大 6.6 个百分点。 

    一国的合约执行环境主要与当地的法治制度、监管体系等有关，具有长期稳定性，因

而该变量经济表现相对外生。为了使研究更为严谨，本文采用司法制度的起源作为一国合

约执行环境的工具变量。司法制度起源可分为五类：英国普通法、法国公民法、德国公民

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斯堪的纳维亚法。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法国公民法、德国公

民法及斯堪的纳维亚法属于大陆法系，其中德国公民法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在给予投资者

的法律权益、法律执行质量等方面较为类似，可归为同一类（拉菲·拉波塔等, 2002）。本文

使用司法制度起源是否为德国公民法或斯堪的纳维亚法的虚拟变量作为合约执行环境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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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变量6，起源于其他法律体系的国家作为对照组。回归结果如表 7，说明本文主要结论不

受内生性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6  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与间接出口份额（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间接出口份额 (1) (2) (3) (4) (5) (6) 

合约执行环境 -0.078** -0.067** -0.083***  -0.033 -0.048 

(-2.44) (-2.43) (-3.13)  (-0.99) (-1.53) 

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 - 

      

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0.069** -0.065** -0.066** 

   (-2.56) (-2.39) (-2.43) 

Ln(GDP) -0.022*** -0.021*** -0.019*** -0.148*** -0.021*** -0.019*** 

(-7.15) (-8.68) (-8.34) (-12.56) (-8.70) (-8.35) 

关税 0.002***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5.10) (3.80) (3.09) (2.80) (3.73) (2.99) 

Ln(距离) 0.025*** 0.031*** 0.032*** -0.261*** 0.031*** 0.032*** 
 

(3.46) (4.11) (4.14) (-9.68) (4.09) (4.13) 

进口文件数虚拟变量 0.004 0.021** 0.025** 0.096*** 0.021** 0.025** 

(0.33) (2.15) (2.58) (4.55) (2.14) (2.57)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是 

观测值 8 105 49 263 49 263 49 263 49 263 49 263 

R 平方 0.052 0.124 0.145 0.157 0.124 0.145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目的地国水平后的稳健 t 估计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 

 

表 7  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与间接出口份额（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间接出口份额 (1) (2) (3) (4) 

合约执行环境 -0.203*** -0.216*** -0.164*** -0.173*** 

(-8.05) (-8.56) (-5.09) (-5.42) 

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0.115** -0.106** 

  (-2.45) (-2.29) 

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0.073** -0.081*** 

  (-2.41) (-2.69) 

Ln(GDP) -0.018*** -0.016*** -0.018*** -0.016*** 

                                                      
6实际回归中发现，如果加入两组或以上司法制度起源同时作为工具变量，无法通过过度识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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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 (-16.67) (-17.91) (-16.68) 

关税 0.000*** 0.000** 0.000*** 0.000** 

(4.15) (2.36) (4.03) (2.18) 

Ln(距离) 0.027*** 0.028*** 0.027*** 0.028*** 

(11.61) (12.24) (11.59) (12.22) 

进口文件数虚拟变量 0.003 0.008* 0.003 0.008* 

(0.72) (1.76) (0.71) (1.76)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49 263 49 263 49 263 49 263 

R 平方 0.120 0.141 0.120 0.141 

一阶段回归情况：   

IV1：法律起源为德国法或斯堪的纳维亚法 0.208*** 0.208*** 0.208*** 0.208*** 

(77.50) (76.94) (55.17) (54.75) 

IV2：法律起源为德国法或斯堪的纳维亚法*

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0.323*** 0.323*** 

  (97.64) (96.88) 

一阶段 F 值 389.12 366.80   

最小特征值 F 统计量   2540.88 2534.96 

注：IV1 报告的是“法治质量指数”作为因变量，法律起源作为自变量的一阶段回归系数，IV2 报告的是

法治质量指数与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因变量，法律起源与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的交

互项作为自变量的一阶段回归系数，一阶段 F 统计量显著大于 10，最小特征值 F 统计量显著。括号内为

聚类到目的地国水平后的稳健 t 估计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本地国合约执行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 

    研究本地合约执行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可以直接使用“差额分析法”计算

得到的企业层面数据。本文使用完全采用直接出口方式和两种出口方式并存的两类企业子

样本，不研究完全采用间接出口方式的企业，主要原因在于“差额分析法”识别出来的完

全间接出口企业含有技术性匹配误差，可能造成对这类企业的高估。基准回归设定如式

（7），下标 i 代表企业，p 代表企业所在省份，j 代表企业所在行业，t 代表年份；被解释

变量“企业间接出口份额 Intershare”通过前文构建的“差额分析法”计算得到；CET 代表

本地合约执行环境，使用企业所在省份的“合约执行时间”衡量；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

lnov 代表企业总产值的对数，lnage 代表企业存续期的对数，lntfp 代表企业生产率的对

数，FIE、SOE 是企业类型的虚拟变量，FIE=1 为外资企业，SOE=1 为国有企业，pext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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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加工贸易份额。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与本地合约

执行环境的交互项，如式（8）。 

𝐼𝑛𝑡𝑒𝑟𝑠ℎ𝑎𝑟𝑒𝑖𝑡 = 𝛽0 + 𝛽1 ∗ 𝐶𝐸𝑇𝑝 + 𝛽2 ∗ 𝑙𝑛𝑜𝑣𝑖𝑡 + 𝛽3 ∗ 𝑙𝑛𝑎𝑔𝑒𝑖𝑡 + 𝛽4 ∗ 𝑙𝑛𝑡𝑓𝑝𝑖𝑡 + 𝛽5 ∗  𝐹𝐼𝐸𝑖 + 𝛽6 ∗

 𝑆𝑂𝐸𝑖 + 𝛽7 ∗  𝑝𝑒𝑥𝑡𝑖𝑡 + 𝛼𝑗 + 𝜂𝑡 + 𝑢𝑖𝑡                  （7） 

 

𝐼𝑛𝑡𝑒𝑟𝑠ℎ𝑎𝑟𝑒𝑖𝑡 = 𝛽0 + 𝛽1 ∗ 𝐶𝐸𝑇 ∗ 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𝐷𝑝𝑗 + 𝛽2 ∗ 𝑓𝑟𝑎𝑐𝑙𝑖𝑏𝐷𝑗 + 𝛽3 ∗ 𝐶𝐸𝑇𝑝 + 𝛽4 ∗ 𝑙𝑛𝑜𝑣𝑖𝑡 +

𝛽5 ∗ 𝑙𝑛𝑎𝑔𝑒𝑖𝑡 + 𝛽6 ∗ 𝑙𝑛𝑡𝑓𝑝𝑖𝑡 + 𝛽7 ∗  𝐹𝐼𝐸𝑖 + 𝛽8 ∗  𝑆𝑂𝐸𝑖 + 𝛽9 ∗  𝑝𝑒𝑥𝑡𝑖𝑡 + 𝛼𝑗 + 𝜂𝑡 + 𝑢𝑖𝑡                                              

（8）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8，在后续回归中，为方便比较，将关键自变量合约执行时

间乘以（-1）标准化，使得无论是目的地国还是本地，合约执行环境衡量指标越大，均代表

对合约的保障实施程度越好。 

表 8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间接出口份额 146 730 0.30 0.37 0 0.99 

合同执行时间（年） 146 730 0.61 0.25 0.31 1.48 

总产值 146 730 173425 1.23e+06 0 1.61e+08 

存续期 146 730 9.19 9.68 0 168 

TFP 97 144 6.47 458.20 0.26 130 660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146 730 0.66 0.47 0 1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146 730 0.02 0.15 0 1 

加工贸易份额 146 730 0.37 0.44 0 1 

 

    式（7）的回归结果如表 9 中（1）-（3）列，本地合约执行环境越好，企业间接出口

份额上升，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本地合约执行时间每减少 1 年，本地企业间接

出口份额提升 11.9 个百分点。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TFP 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直接出口，这与已有理论研

究文献结果一致。与已有文献结果不同的是，本文发现产值越高的企业间接出口比例越

高，而已有研究普遍认为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直接出口，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



 20 

本文的样本不包含完全采用间接出口方式的企业，只研究两种出口方式并存和完全采用直

接出口方式的企业，这两类企业本身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可以承担直接出口的固定成

本，如果规模再进一步扩大，企业自身精力可能有限，不得不诉诸于贸易中介商以便进一

步扩大出口。在存续期方面，Bilkey 和 Tesar（1977）认为年轻的企业会先通过贸易中介商

间接出口，在积累一定客户和国际品牌经验后再直接出口，因而存续期越高，间接出口份

额越低，但实际很多研究并未发现上述结果（Abel-Koch，2013；茹玉骢和李燕，2014），

主要原因是企业年龄只是在国外市场经验的粗略代理变量。本文结果显示，存续期越高的

企业，其间接出口份额显著提高，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后，这一结果并不显著。 

    此外，外资企业间接出口份额显著低于非外资企业，原因在于外资企业与外国市场联

系更为密切，进入外国市场的固定出口成本也相对较低；在只控制行业固定效应时，国有

企业间接出口份额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原因可能在于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直接出口有一定

限制，部分国有企业只能通过贸易中介商完成出口，而这一政策限定在我国加入 WTO 后

逐年放开，因而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后，结果变得不显著，因此，除去外界政策限制的影

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间接出口参与度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另外，加工贸易份额

越高的企业，间接出口份额越低，直接出口参与度较高。这一部分的研究结论已有文献几

乎没有涉及。 

    加入与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后，结果如列（4）-（5），交互项系数负向

显著，即对于合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本地合约执行环境变好，其间接出口份额提升程度

更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本地合约执行时间每减少 1 年，平均而言，高合约密集度行业

的间接出口份额提升程度比低合约密集度行业显著低 9.1 个百分点，即对于高合约密集度

的行业，出口方式的选择对本地合约环境变动的反应更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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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本地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与间接出口份额回归结果 

因变量：间接出口份额 (1) (2) (3) (4) (5) 

合约执行环境 0.061*** 0.117*** 0.119*** 0.179*** 0.179*** 

(9.33) (15.63) (15.91) (14.29) (14.30) 

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 - 

     

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0.096*** -0.091*** 

   (-5.55) (-5.24) 

Ln(总产值) 
 

0.023*** 0.024*** 0.022*** 0.023*** 

 
(14.96) (15.54) (12.30) (12.67) 

Ln(存续期) 
 

0.004** 0.003 0.005* 0.003 

 
(2.07) (1.30) (1.94) (1.32) 

Ln(TFP) 
 

-0.019*** -0.013*** -0.018*** -0.014** 

 
(-3.72) (-2.74) (-2.97) (-2.40)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0.135*** -0.135*** -0.132*** -0.132*** 

 
(-33.38) (-33.66) (-26.74) (-26.86)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0.037*** 0.017 0.022 0.004 

 
(2.76) (1.23) (1.37) (0.25) 

加工贸易份额 
 

-0.033*** -0.042*** -0.041*** -0.048*** 

  (-6.63) (-8.37) (-6.80) (-7.93)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146 730 96 007 96 007 63 375 63 375 

R 平方 0.058 0.085 0.093 0.085 0.092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水平后的稳健 t 估计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 

    （三）小结与讨论 

    总结起来，本部分的结论主要有两点：（1）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越好，我国对该国的

直接出口份额增加，通过贸易中介商间接出口份额下降，合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间接出口份

额下降程度更大，反应更敏感；（2）本地合约执行环境越好，企业通过贸易中介商间接出口

份额上升，合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间接出口份额提升程度更小，反应更不敏感。 

    本文基于 Ahn et al.（2011）理论模型对上述两个结论进行解释。该模型假设：在出口成

本方面，如果企业直接出口到目的地国 j，需要支付固定出口成本𝑓𝑥
𝑗和可变出口成本𝜏𝑗；如

果企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商出口，那么首先需要支付一个全球性的固定成本𝑓𝑖(𝑓𝑖 < 𝑓𝑥
𝑗
, ∀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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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支付了𝑓𝑖就可以间接出口到任意目的国7；在收益方面，间接出口需要支付给中介商服务

费，这部分费用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造成最终品售价提升、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企业间接

出口收益小于直接出口收益。因此，企业利润和生产率的关系如图 2，临界生产率∅𝑖代表企

业在支付𝑓𝑖以实现间接出口到所有市场与不出口这两种决策间无差异，当企业生产率小于∅𝑖

时，企业不足以支付间接出口的固定成本，只能服务于国内市场；当生产率位于[∅𝑖   ∅𝑥
𝑗

]时，

企业间接出口到市场 j；当生产率大于∅𝑥
𝑗时，企业直接出口到市场 j。 

 

图 2 企业利润和生产率关系图 

    结论（1）背后的逻辑在于，当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改善时，本国厂商与目的地国客

户的直接谈判成本和违约风险下降，直接出口固定成本下降8，直接出口利润曲线向上平

移，如图 3 所示，部分原来选择间接出口的企业可以转变为直接出口以增加出口收益，使

得间接出口份额下降。行业合约密集度衡量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定制化程度，与销售的定制

                                                      
7可理解为参与间接出口的成员费 

8根据 Bernard et al.(2011)，目的地国合约环境会影响“国家层面”的固定出口成本，实则对直接出口、间

接出口固定成本都会产生影响，但由于中介商本身可以利用“范围经济”平摊每种商品的固定成本，因而

目的国合约执行环境的变动对直接出口固定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从而缩小了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固定成

本间的相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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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关联度很高，因而合约密集度越高的行业专用性更强，只为特定的客户设计制造，

也就更依赖于合约执行环境。这类行业直接出口的固定成本中，与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

相关的成本占比更高，因而当目的国合约环境改善时，直接出口固定成本减小幅度更大，

带来的间接出口份额下降幅度也就更大。 

 

图 3 企业利润和生产率关系图（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改善） 

    结论（2）背后的逻辑在于，当本地合约执行环境改善时，本国厂商与本国中介商的谈

判成本和违约风险下降，间接出口固定成本下降，间接出口利润曲线向上平移如图 4，部

分原来无法出口的内销企业也可通过贸易中介商的渠道实现间接出口，间接出口份额提

升。对于高合约密集度行业，生产过程中定制化投入高，根据 Nunn（2007），当本地合约

执行环境改善时，上游生产定制化投入品的厂商会增加专用性投资，使得投入品生产成本

下降，从而带来最终品的生产成本下降。因而对于合约密集度高的行业，本地合约环境的

改善同时带来两种效应：（1）与贸易中介商的谈判成本和违约风险下降，间接出口固定成

本下降，部分原本不出口的企业可以参与间接出口，使得间接出口份额提升；（2）生产成

本下降，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的可变收益提升，部分原本采用间接出口方式的企业可以选

择直接出口，使得间接出口份额下降。实证结果显示，效应（1）作用大于效应（2），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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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合约密集度行业，本地合约环境的改善，最终带来的结果是间接出口份额提升，但由

于效应（2）的存在，高合约密集度行业的间接出口份额提升幅度小于低合约密集度行业。 

 

 

图 4 企业利润和生产率关系图（左图为所有行业；右图为高合约密集度行业） 

    （四）更多稳健性检验 

    使用 HS4 位产品划分标准、目的国合约执行环境其他两个衡量指标“法律结构和产权

保护”指数与“执行合同-与前沿水平的距离”以及行业合约密集度“保守型”划分标准进

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10-11。使用 20%替代 15%作为直接出口与两种出口方式并存的

区分阈值，结果如表 12-13，此外本文还使用了 10%阈值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类似。 

表 10 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与间接出口份额（HS4 位产品） 

因变量：间接出口份额 (1) (2) (3) (4) (5) (6) 

合约执行环境 1 

(法治质量指数) 

-0.085*** -0.100*** 
    

(-3.56) (-4.40) 
    

合约执行环境 2 

(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 

  
-0.078*** -0.087*** 

  

  
(-2.96) (-3.41) 

  

合约执行环境 3 

(执行合同-与前沿水平距离) 

    
-0.119*** -0.120*** 

    
(-3.98) (-3.99) 

Ln(GDP) -0.021*** -0.020*** -0.022*** -0.021*** -0.022*** -0.022*** 

(-10.09) (-9.61) (-9.25) (-8.72) (-10.31) (-10.24) 

关税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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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1.76) (2.46) (1.63) (2.77) (2.72) 

Ln(距离) 0.036*** 0.038*** 0.035*** 0.037*** 0.033*** 0.034*** 

(4.81) (5.10) (4.36) (4.50) (5.24) (5.26) 

进口文件数虚拟变量 0.021** 0.026*** 0.026*** 0.032*** 0.017** 0.018** 

(2.57) (3.20) (2.75) (3.41) (2.00) (2.05)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367 801 367 801 336 699 336 699 171 234 171 234 

R 平方 0.130 0.142 0.136 0.147 0.155 0.155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目的国水平后的稳健 t 估计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 

 

表 11 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与间接出口份额（HS4 位产品） 

因变量：间接出口份额 (1) (2) (3) (4) (5) (6) 

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

虚拟变量(宽松型) 

-0.072*** -0.061*** -0.063*** 
   

(-5.39) (-4.17) (-4.38) 
   

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

虚拟变量(保守型) 

   
-0.069*** -0.056*** -0.058*** 

   
(-4.38) (-3.24) (-3.42) 

合约执行环境 
 

-0.042 -0.055** 
 

-0.044* -0.058** 

 
(-1.64) (-2.30) 

 
(-1.70) (-2.33) 

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宽松型) 

 
- - 

   

      

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保守型) 

    
- - 

      

Ln(GDP) -0.150*** -0.021*** -0.020*** -0.150*** -0.021*** -0.020*** 

(-18.30) (-10.08) (-9.59) (-18.30) (-10.07) (-9.59) 

关税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96) (2.72) (1.70) (1.95) (2.72) (1.70) 

Ln(距离) -0.276*** 0.036*** 0.038*** -0.276*** 0.036*** 0.038*** 

(-14.86) (4.77) (5.06) (-14.86) (4.77) (5.06) 

进口文件数虚拟变量 0.116*** 0.021** 0.026*** 0.116*** 0.021** 0.026*** 

(7.92) (2.56) (3.19) (7.92) (2.56) (3.19) 

国家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观测值 367 801 367 801 367 801 367 801 367 801 367 801 

R 平方 0.150 0.130 0.142 0.150 0.130 0.142 

注：前三列使用行业合约密集度“宽松型”划分方法，后三列使用行业合约密集度“保守型”划分方法。

括号内为聚类到目的国水平后的稳健 t 估计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 

 



 26 

表 12  2000-2006 年间各工业企业出口方式类型数量（20%阈值） 

年份 变量 
类别 1 

完全直接出口 

类别 2 

直接+间接出口 

类别 3 

完全间接出口 

类别 4 

制造商+中介商 
总计 

2000 企业数量 6 034 6 158 21 844 1 805 35 841 

占比 16.8 17.2 61.0 5.0 100 

2001 企业数量 6 959 6 624 23 116 3 150 39 849 

占比 17.5 16.6 58.0 7.9 100 

2002 企业数量 8 648 8 132 25 270 2 741 44 791 

占比 19.3 18.2 56.4 6.1 100 

2003 企业数量 10 418 9 659 27 497 3 175 50 749 

占比 20.5 19.0 54.2 6.3 100 

2004 企业数量 19 037 12 471 40 734 4 215 76 457 

占比 24.9 16.3 53.4 5.5 100 

2005 企业数量 16 533 12 183 42 498 4 158 75 372 

占比 21.9 16.2 56.4 5.5 100 

2006 企业数量 17 342 12 448 44 739 4 456 78 985 

占比 22.0 15.9 56.6 5.6 100 

总计 企业数量 84 971 67 675 225 698 23 700 402 044 

占比 21.1 16.8 56.1 5.9 100 

 

表 13 本地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与间接出口份额回归结果（20%阈值） 

因变量：间接出口份额 (1) (2) (3) (4) 

合约执行环境 0.116*** 0.118*** 0.179*** 0.179*** 

(15.56) (15.85) (14.32) (14.35) 

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 - 

    

合约执行环境*行业合约密集度虚拟变量   -0.096*** -0.091*** 

  (-5.57) (-5.29) 

Ln(总产值) 0.023*** 0.024*** 0.023*** 0.024*** 

(15.30) (15.89) (12.59) (12.98) 

Ln(存续期) 0.004** 0.003 0.005* 0.004 

(2.11) (1.42) (1.95) (1.39) 

Ln(TFP) -0.019*** -0.015*** -0.019*** -0.016*** 

(-3.87) (-2.96) (-3.13) (-2.62)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0.134*** -0.135*** -0.131*** -0.131*** 

(-33.30) (-33.59) (-26.62) (-26.75)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0.037*** 0.017 0.021 0.004 

(2.74) (1.27) (1.32) (0.23) 

加工贸易份额 -0.034*** -0.042*** -0.042***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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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8.58) (-7.05) (-8.18)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98 159 98 159 64 709 64 709 

R 平方 0.083 0.091 0.083 0.090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水平后的稳健 t 估计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首先构建了“差额分析法”，识别出 2000-2006 年间我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出口方式，并计算其通过贸易中介商间接出口的份额，形成基础数据库。接下来，在已有

的关于合约执行环境与企业直接出口行为的研究中引入贸易中介商，研究合约环境对企业

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主要发现：目的地国合约执行环境越好，我国对该国的直接出口份额

增加，通过贸易中介商间接出口份额下降，合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间接出口份额下降程度更

大，反应更敏感；本地合约执行环境越好，企业通过贸易中介商间接出口份额上升，合约密

集度更高的行业间接出口份额提升程度更小，反应更不敏感。 

    接下来的研究展望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内容上，“差额分析法”识别和计算出了

我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方式和间接出口份额，后续的研究可以基于此数据库，探

索我国企业自身特征对出口方式选择和中介贸易参与度的影响；第二，在数据和方法上，本

文并未把目的地国和本地合约环境同时加入模型，这主要是由于数据本身的限制，未来如果

能获取更为细致的间接出口企业与贸易中介商对应数据，或是能够构建估算方法估算企业

间接出口面对的目的地国合约环境，则能同时研究两地合约环境对企业出口方式的影响；另

外，本文构建的“差额分析法”存在一定的技术性匹配误差，导致对完全采用间接出口方式

的企业的高估，如果能够进一步提高匹配效率和精度，将会使企业出口方式的识别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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